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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大一统”“中国”“天下”是中国史学界持续瞩目的研究课题，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亦有

区别。通过比较与分析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知“中国”概念比

较强调华夏文明起源及其作为中心对周边民族的辐射与涵化意义，“天下”观更偏重中心与边缘之间

的整体政治治理关系，“大一统”则兼顾一个王朝如何在思想与实践两个方面确立其正统性的过程。
因此，只有把三个概念配合起来加以观察与辨析，才能全面把握中国历史的整体走向和特点。
【关键词】 大一统 中国 天下 诸夏 夷狄

近年来，“大一统”“中国”“天下”这三个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备受瞩目。如果从内涵与外延

加以观察，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而言，对“中国”涵义的阐释多从追溯文明起源的角度入手，

结合考古新发现，阐释华夏民族的诞生和迁徙发展的过程，以及少数族群逐渐融进以华夏为核心的

多元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轨迹。对“天下”观的研究，则多集中在古人对周边世界的想象与构造。相较

而言，“中国”与“天下”这两个概念很难对应于一种具体的实践行为。而“大一统”观在其发明之初

就是为帝王获取“正统”地位服务的，其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思想与行动内涵。换言之，“大一统”不

仅是一种思想形态，更是一种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因此，理解“大一统”“中国”“天下”这三个观念

的异同，理应成为当前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作一些初步分析。

一、界定“中国”不易

“中国”和“天下”无疑是近年来学术界热议频度最高的两个概念，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讨论，近

期出现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著作，从最原始的考古发现到近代有关“中华民族”观念的分析，都与“何

谓中国”这个议题相关。① 尽管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但是“中国”这个概念似乎并未清晰可见，反而更

加模糊难辨。这其中的道理何在?

先秦时代的“中国”大致是一个依靠地理方位和礼仪文化区分族群边界的概念。其范围指的是

以周王室为核心的“诸夏”侯国及其活动区域，那些地处偏远地带的诸侯如楚、越、吴，只能算是“蛮

夷”。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特性的某一面相就会凸显出来。比如在西周早期，王室往往强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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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宗族关系的远近为标准，来确认诸侯的“中国”身份; 而在战国晚期，则又相对突出以遵守文化礼

仪的程度，而不是族群差异来辨析其“中国”身份。不过，在先秦大多数情况下，“诸夏”只有在与“蛮

夷”对峙之时，才能凸显其代表“中国”的意义。
检视先秦典籍，每当搜索到“中国”时，大多与“蛮夷”或相关词语成双成对混搭在一起同时出

现，这是因为“中国”多指诸夏人群分布的地区。秦以前，“中国”范围基本限于黄河与淮河流域大

部，秦、楚、吴、越并不在“中国”范围之内。在空间分布上，“诸夏”代表的“中国”与周边分布的“夷

狄”多呈地理对峙格局。由此可知，“中国”主要指称诸夏列邦及其活动范围。据学者统计，先秦典

籍中关于中国的称谓，即谓“诸夏”之领域，凡 145 次，远远超过标举其他涵义的次数。在文化意义

上，“中国”的形成源自与异族文化的对立，由此才相对构成了对自我的认同，确立本族之文化

特色。①

易言之，“夷狄”就像“诸夏”的一面镜子，没有它作参照，就无法显现“中国”的形象，二者互为镜

像。以下几段著名言论，均可证明“诸夏”只有在与“夷狄”对照时才能彰显“中国”的涵义。如《论语·
八佾》云:“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②这是明确以“诸夏”和“夷狄”相对峙。又如《论

语·卫灵公篇》所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③这

里把“州里”与“蛮貊”置于内外对立的地位，喻示的是“诸夏”之区与“蛮夷”之域的差异。《孟子·梁惠

王章句上》云:“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④《左传》云:“德以柔

中国，刑以威四夷。”⑤《史记·魏世家》云:“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⑥《史记·楚世

家》中楚君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⑦这样的言论可谓数不胜数。
如果参照中国古代周天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的天文分野学说来观察“中国”观念的变化，就

更加明晰可辨。源起自《周礼》的星占理论构造出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宇宙观，天地之间互为

映像，地理区域与星宿分布一一对应。因此，与星宿对应的区域大小反映的不仅是古人地理世界的

认知状况，更是一种政治观念的表达。正是这种相互映照的认知框架，使得古人对“中国”的理解长

期限于相对狭小的空间之内。汉代自《淮南子·天文训》及《史记·天官书》始将二十八宿分别对应

东周十三国及汉武帝十二州地理系统，此说逐渐风靡，成为影响深远的经典分野体系。
然而，无论是十三国还是十二州地理系统，就整体格局而言，传统分野体系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基

本限于“诸夏”规定范围内的“中国”，并不包括周边四夷及邻近国家。
“分野止系中国”的概念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反映的是“中国即世界”甚至“中国即天下”的理

念。即使具有恢宏开放气度的唐代，仍有士人如李淳风认为周边四夷乃人面兽心之辈，不可与华夏

同日而语。真正把星野学说扩及边疆地区如朝鲜、安南等国家还要迟至明清时期。⑧

“诸夏”与“夷狄”的对峙既然成为界定“中国”概念的一个前提条件，那么就存在一个地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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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性大小的问题。在先秦，这个伸缩标准可以灵活变通，对此认识孔孟之间有较大差异。孔子主

张淡化二者界线，夷夏可以互通互变，夷狄可进为中国，中国亦可退为夷狄。孟子则坚持夷狄大多冥

顽不化，必须实施单向的灌输教化，才能改变其气质，这就是所谓的: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

者也。”①梁启超曾明言:“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之义，不当从孟子之义。”②孔孟夷夏观的分歧，说明

“中国”概念经常处于自我封闭和多元开放的交替演化状态。汉唐曾展示了包容宏大的帝国气象，孟

子自闭式的夷夏观自然被边缘化，宋代严厉识别种族界线，“夷夏之辨”占据上风，刻意把少数族群贬

斥为需要汉人教化的野蛮对象，孟子夷夏观随此风气之转移渐有复兴迹象。③

宋代以后，“用夏变夷”的思想慢慢演化为“汉化论”。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先秦和宋明时期，凡

是谈论“中国”的言论基本上都把少数族群排斥在外。因为除了汉唐及元清这几个朝代外，有关“中

国”的主流舆论都没有跳脱“夷夏”对立的视角，“中国”就是一个理学士人集中进行“种族主义”想象

的概念，比较容易给人造成“种族优越论”的极端印象。“汉化论”只是该传统思路的现代变种而已。
“汉化论”以汉人历史为中心的解释模式，基本来源于孟子的“夷夏观”，认定文明的吸纳和传播

只具有单向传播的性能。具体而言，只能借助“诸夏”礼仪文明去改造落后的“蛮夷”，绝不可能出现

倒置的情况。孟子的这个观点往往容易被现代民族主义者所继承和利用。
美国“新清史”的某些学者把清朝与“中国”区别开来，就是借用了宋明时期“夷夏”互不通融的

思维方法。部分“新清史”学者指出，“满洲”统治东北与西北的模式与汉人王朝迥然不同，宋明因与

辽金和“满洲”长期敌对，根本没有实际统治过关外的北方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区域不属于“中

国”的确是一个历史事实。据此，他们提出了以下颇具冲击力的疑问: 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

于“中国”? 难道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是从狭义上理解“何

谓中国”的一个有名例子。不应否认的是，这种对清朝的认识恰恰根源于宋明儒学的“中国观”。
受宋明夷夏之辨的影响，一些当代中国学者仍然沿用“汉化论”裁量历史，经常不假思索地为自

己挖掘逻辑陷阱，贸然跃入其中，反而给论辩对手的批评制造了口实。宋明时期，因为受到北方异族

军事力量的持续压迫，并未实现地理与政治疆域的真正“大一统”，理学士大夫阶层不得已才转而强

调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作为号召抵拒北方异族的旗帜。他们只是在心理上通过把异族妖魔化获得

某种满足和自尊。夷夏对立观念在晚清一度被革命党当作反满的思想利器，在当代则为清朝不是

“中国”的观点提供了历史依据。
夷夏之间相互仇视所造成的心理困境，最终还是因为清朝皇帝的介入才得以化解。清帝在论述

华夏与夷狄关系时仍然尊奉先秦古义，如雍正引孟子“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这句经典语

录作为满人入主大统的根据。区别在于，清帝辨析“夷夏”之别，并非在意其是否为“中国”身份，而

是喜欢从“大一统”的角度论证清朝夺取天下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很少使用“中国”这个概

念，即便在官方文书中偶尔出现“中国”字样，也多是从“统一”疆域的角度谨慎加以表述，如雍正比

较“满洲”与“中国”的关系时就称:“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④

籍贯是统一的地域性概念，而非区分夷夏的种族记号。清帝使用“中国”这个名称，并非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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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自己拥有像宋明士人那样的“中国”身份，而是要突出满人所扮演的天下一统角色。在汉人经典

中，“中国”身份往往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种族优越感，而清帝在颁布谕旨时使用更为频繁的是“大一

统”而非“中国”，其深层考量是通过标示“中国”的“地区性”，而非特指汉人的单一聚居地，借此抗拒

和修正宋明以来的“夷夏观”。即使像《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官方文本，雍正虽然在多处提到“中国”，

但恰恰是在与“大一统”对立的层面上加以表述的。由于曾静刻意以“中国人”自居，斥满人为“夷

狄”，采用的还是宋明的夷夏之辨思想。故雍正每次提到“中国”，语气中总流露出把它当作负面概

念加以批评的意思。
乾隆亦和雍正一样，当他强调“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 孟

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时，仍不忘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

国治天下者”的偏见发出批评的声音，他直接用“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

私”，表达对汉人私占“中国”解释涵义的不满。① 从其语气可大致推知，“中国”身份被汉人有意垄断

而残留下的心理阴影，在清帝的头脑中似乎仍挥之不去。
这里还可举两个例子说明清帝心目中的“中国”仍与汉人生活的地域密切相关，如皇太极曾指责

明朝不秉公办事时说:“明既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②这显然还是把自己

摆在与代表“中国”的明朝为敌的“夷狄”位置上。其中仍隐含着对汉人使用“中国”概念时所表达的

优越心理的反感，流露出与之对抗的微妙情绪。
即使入主中原后，清帝仍然沿袭宋明“中国”仍指中原地区的基本定位。如雍正说: “自我朝入

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③这

里的“中国”范围指的是满人入关前汉人统治区域，所以他才夸耀清朝把“中国”的原有版图扩及蒙

古等明朝无法统治之地，基本采取的仍是“中国”与“夷狄”对立的旧思路。“新清史”正是在这条思

维延长线上判断“清朝”不是“中国”，其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大体而言，清朝初期官书里的“中国”一词往往更多出现在与外国谈判边界、拟定条约的时候。康

熙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条约文本中凡与俄国对称，一律用“中国”表述，以表明清朝拥有正统

主权。但对内标榜治国武功时，清帝更喜用“大一统”这个概念，明显区别于宋明士人的表达习惯。鸦

片战争以后，当清帝与外国交涉时，也会偶尔使用“中国”一词，其意与康熙时的语气相近，都是为了显

示自己对于广袤疆域拥有绝对主权。这里所指的“中国”更像是“大一统”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式。④

正是因为“中国”自带特定的种族对抗蕴义，如果作为研究历代王朝演化的基本分析“单元”，往

往会受到某个特殊群体( 主要是宋明理学士人) 思想视野的制约，也许只适用于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的

解释，却难以说明清朝作为异族何以能入主大统的复杂历史原因。近世学人对此有近似的看法，如

梁启超就直接批评宋代的“夷夏观”，认为“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

政俗与行事”，宋学解《春秋》之义为“攘夷”是错误的读法，主张回到孔子有关夷夏相互可以进退的

原始态度。他说:“然则《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 然而夷狄矣; 其

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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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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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①

不少研究者业已指出，因为“中国”的边界一直在不断发生移动，难以确定其准确范围，且这种移

动性不仅体现在地理空间方面，而且涉及文化心理的变迁和适应问题，不易笼统而言。② 近年中国学

界陆续出现几种新的诠释方法，这些方法并非纠缠于“何谓中国”这个话题，而是另辟蹊径，试图绕开

“内涵分析”的陈旧框架，尝试变换出新的解释角度。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从周边看中国”“华夏边缘说”和“东亚连带论”。
“从周边看中国”的主要倡导者葛兆光坚持认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在宋代就

已经开始启动。由于受到北方异族的挤压，宋代士人逐渐形成了明晰的边界意识和内聚式的“文化

认同感”。正是因为有异族作为“他者”式的参照，宋代已经初步构成了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空

间主体性，这种类似国际关系意识的形成并不一定与西方的“近代性”有关。③

这种论述表面上是想把宋朝的“中国观”赋予类似“民族国家”的性质，其潜藏的用意是与西方

争夺现代国家诞生的东方话语权。这种通过明晰界定与异族边界的关系，以凸显宋代作为“中国”主

体的思路，与宋朝士人的“夷夏观”其实并无根本区别。宋儒亦是迫于北方外部压力才主张夷夏不可

通约、相互隔绝，进而确立疆域边界的，这完全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并非主动构造的结果。通过周边

异族的存在和不断与之发生对抗来定义宋朝的“国家”性质，难以避免一个问题，那就是夷夏之争并

不是一种现代民族意义上的冲突，如果把古代族群拥有的边界意识完全等同于现代民族自觉意义上

的国家观念，显然有时代错位的感觉。
王明珂提出，要准确回答“何谓中国”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异民族的“历史心性”。他试图以羌

族为例，重构华夏边缘族群的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追溯弟兄与祖先神话的传

播方式，探讨“中国”在周边族群记忆中的蕴意。广义上讲，这也是“从周边看中国”的观察视角。
王明珂曾经形容，一个“圆圈”之所以成立，正是因为观察者首先看到的是圆形的边界，才最终形

成了一个“圆圈”的印象和认识。他进一步以凹凸镜作比喻称，移动此透镜，观察镜面上的表相变化，

发现其变化规则，以此我们就能知道此镜的性质( 如凹镜或凸镜) ，以及约略知道镜下之物的状貌。④

凹凸镜的观察方法有助于理解“华夏边缘”的形成历史，却终究无法替代对“中国”内部自身历史特

质的把握和认知。他讲述的边缘人群华夏化的经历，如吴太伯故事在羌族地区的播散，恰恰说明对

华夏中心在边缘地区传播样态的把握，仍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历史核心问题的认识程度。⑤

另一个观察“中国”的视角可以称之为“东亚论”或“东亚连带论”，这种观点大致表现为三种类

型。一是儒学的视角，以高度抽象的方式把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通过“儒学”的框架统一为一个整

体，突出论证儒学中最基本的抽象价值在上述地区拥有的普遍性。20 世纪 80 年代流行的“儒家第

三期发展说”与“东亚四小龙”崛起源于儒学价值的论断，就基本源于这个理论假设。其最大问题是

把儒学价值从历史脉络中完全抽离，试图延续中国作为东亚文明领袖的历史幻觉，似乎朝贡体系的

幽灵仍然会以儒教的形式继续在当代东亚地区游荡不息，并发挥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德里克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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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精彩的批评，他形容这套理论是“制造儒学”。①

第二种类型是把东亚视为一个赶超和对抗西方以求实现现代化的特殊区域，这是日本在明治以后

一直以曲折方式追求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中，“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被纳入到以日本为领袖的“东

亚现代化”秩序之中，成为东亚整体对抗西方的一个“地区性单元”。“中国”叙述就这样被“东亚”概念

消解掉。孙歌曾经指出，日本通过论述东亚，为现代化在东亚的形态找到某种表现形式，进而形成了潜

在的共识，但也面临着谁代表东亚的问题，其中蕴藏着争夺东亚现代化主导权的思想暗战，同时也容易

唤醒中国人对日本侵华时期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惨痛记忆。②

与之相关，“东亚论”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这构成了东亚整体论述的心理背

景。由于这个“战争记忆”视角建立于中、日、韩( 朝鲜半岛) 三个民族国家的组合框架之内，如何诠

释和消解战争的痛苦常常演变为一种政治博弈，或者强化了“东亚视角的抽象性”，使得本来与“中

国”历史最为贴近的“东亚”在我们的精神与思想世界中无法找到确切位置，从而导致大量具体个案

研究缺乏有效转化为中国知识界思想资源的媒介。③

二、论述“天下”之难

与“中国”不同，“天下”在源起时就是一个广义上的空间概念。在金文和《诗经》《尚书》中，“天
下”与“四方”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而“中国”更倾向于突出其“中心”的意思。《诗经》云:“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中国”与“四方”并列而书，“中国”指王都与诸夏国，“四方”相当

于殷商、东夷和原来宗周的同盟国。④ 胡厚宣发现，“四方”的涵义就是中国四周诸国的总称。而作

为“四方”中心的“中国”，在殷代是商邑，在周代是镐京或者洛邑，即首都的意思，至多意味着王畿附

近的地方。⑤ 若从空间立论，“天下”的涵盖范围广于“中国”，但“中国”作为中心确有统摄“四方”，

吸纳天下资源的意思。今人赵汀阳将“天下观”概括为一种“旋涡模式”，大致与此古义相合。⑥

“天下”大于“中国”在邹衍发明“九州”之义时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

引称:“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

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

外，天地之际焉。”⑦这是司马迁较早转述的邹衍“九州论”大义。
有学者认为“九州”应该是“四方”( 五方) 结合体的别名，或者是“四方”观念的直接残存形态。

汉武帝时期的“天下观”是一个“中国 + 蛮夷”的世界。⑧ 无独有偶，我们在雍正的表述中发现一段

话，它与邹衍对“天下”与“中国”关系的理解非常相近，都判定“天下”大于“中国”。雍正说: “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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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外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①

这从侧面印证，清帝并不认为“中国”是描述“大一统”最合适的地理和政治文化单位。对比明太祖

即位前的檄文和即位后的诏敕所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

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②就会明白，明太祖的“天下”范围仅指排斥异族的“中国”，与汉朝初年包

容夷狄的“天下观”截然不同。清帝对“天下”的认识反而更加接近汉朝对“大一统”的解释。
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下”，实际源起于《禹贡》中的地理观。《禹贡》有“九州”“五服”的划分，“九

州”分区偏于自然地理的格局，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天下为九大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
梁、雍九州，详载各州物产与到达王都的路线，叙述多偏于自然环境和条件的描述。汪之昌有言:

“《禹贡》特《尚书》百篇之一……则以大书山川为各州标识，使人一望而知也。”③“五服”以王都四面

五百里为甸服，每隔五百里，往外增扩一个圈层，形成甸服( 中心统治区) 、侯服( 诸侯统治区) 、绥服

( 绥抚地区) 、要服( 边远地区) 、荒服( 蛮荒地区) 。④

由于《禹贡》成书年代在战国时期，各国分裂割据，每个诸侯都不可能实际控制自身境外的广大

领土。九州制的布局基本上是南三北六，说明北方政治单位多于南方，这与当时南方尚处于蛮荒状

态有关。有人已提出疑问:《禹贡》对南海的地理“载之甚略”，“岂非以其阔远而不胜纪乎? 抑其无

与中国生民之休戚而略之乎?”⑤

故而，以“九州”为基础的天下观仅仅是士人对周边世界的想象。“五服制”则像是一种政治隐

喻。随着秦朝建立郡县制，历代王朝不断开疆拓土，“九州”版图所设计的想象世界也在逐步演变为

现实。不过有一点必须澄清，地理版图的扩张与对其实施的控制程度并不是一回事，中央对边远地

带的占有往往采取羁縻形式，而不是复制内地的郡县制行政管理。圈层内外的区分基本上是以向中

央交纳赋税还是仅纳贡品划界。譬如说:“九州各则其壤之高下以制国用，为赋入之多少，中邦诸夏

也，贡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赋止于诸夏也。”⑥

《禹贡》只记载中央诸夏的赋税收入，忽略其他诸服的情况。在这点上，“九州”概念与“中国”略

为相近，如《法言·问道》称:“或曰:‘孰为中国? ＇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
＇”⑦这句话是想说明，“中国”不仅居于天地的中心，而且还应该以财赋收入的范围作为边界。至于

“五政之所加”与政治实际控制能力所及到底有多大关系，表达较为模糊。
我们只有领会“五服制”圈层图景中包涵的文化意涵，才能理解九州地理版图背后的深意。如

《国语》中谈“五服制”基本上还是一种诸夏与夷狄共享空间的叙说框架。《国语·周语》云:“夫先王

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

者贡，荒服者王。”⑧意在强调统治秩序应该由王都一层层往外推展。显然，这里谈论的不是实际行

政控制，而是按文化传播的程度划分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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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是按流放人犯的远近判断五服的距离。有记载云: “中国之人有积恶罪大而先王

不忍杀之者，则投之于最远之地，故于要荒二服取其最远者言之，以见流放罪人于此者，其为蛮夷之

地。”按流罪远近测量蛮夷教化的程度也是一种地理观。按此估计，有人认为五服之名与其每服之内

远近详略的安排都是“天下之实迹也”，“故于侯服则言其建国小大之制，至于要荒则言其蛮夷远近

之辨，与夫流放轻重之差，皆所以纪其实也”。①

“九州”疆域观也是一种经学意义上的想象设计，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理解颇有差异。两者比

较，今文经学展示的疆土范围只有方三千里，基本与古“中国”的地境叠合，古文经学则把四夷的地盘

也包括在内，标识的是方万里的范围。② 与“中国”相比较，“九州”“五服”更关注层序格局下的共容

共处，而不是对峙抗衡。“天下”观有时也与“中国”的涵义重叠，韩国学者金翰奎曾统计《史记》《汉

书》《后汉书》三史中所列“天下”总数为 3375 例; 单指中国的有 2801 例，达 83% ; 指中国加上其他异

民族之“天下”的有 64 例，只占 1. 9%。③

需要说明的是，最早的“天下”表述也蕴涵着排斥夷狄的意思，只是表达得不明显也不坚决。如，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就有“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的说法，把夷狄与十二州的

范围关联在一起观察。④ 拒斥夷狄的意思并不明显。有人认为在《禹贡》中，蛮夷或戎狄并没有方向

感，《禹贡》之蛮，似为外族的通称，故五服之中，四方皆有之，非专指某地之人。两汉以后典籍，逐渐

以蛮夷戎狄严整地分配至四方，以后多沿两汉旧说，而掩盖了古义。⑤

居于“中国”范围之外的“夷狄”如果渐染文风，亦可转变为“华”，不是那么严格地按地域划分文

化与种族的优劣，更不是那么规整地筑起一个中央的圈子，四周围绕着蛮夷戎狄，两者截然对峙，老

死不相往来。特别是魏晋至宋朝这段时期，钱钟书曾云，汉人自称“华”而把鲜卑视为“胡虏”，魏鲜

卑又自称“华”，把柔然看作“夷虏”，先登之齐鲜卑又视晚起之周鲜卑是“夷狄”，北齐人自称“华”，

目南朝为“夷”，后来南宋时北方的金人对蒙古，俨然自命“汉节”“华风”等都是例子。⑥

宋朝以前对种族关系的理解更接近于“天下”观念，不太突出“中国”的涵义。因为在不同族群

的眼里，华夏的边界一直在不断游移迁徙，不一定总是处于一个固定地点。统治者只是在无法形成

疆域一统的情况下，才会强调“中国”与汉人在诸民族中的核心位置，并对种族界限严加区隔。马端

临《文献通考》坚持《禹贡》规定的九州范围就在长城以内地区，目的是区别于元朝的“大一统”观念，

其实是暗中为宋朝虽疆域狭小却拥有德性之正统的困局辩护。明代张志复的《皇舆考》，万历时王士

性的《广志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均持以上观点。
到清朝乾隆年间，随着清军击败准噶尔，版图归于一统，“九州”范围开始重新加以设定。乾隆在

《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的“自注”里说: “今十二州皆中国之地，岂中国以外，不在此昭昭之内

乎? ……而今拓地远至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较《禹贡》方隅几倍。徙其地，皆在甘肃之外，将以雍

州两星概之乎? 抑别有所分属乎?”⑦乾隆认为，那些“境为亘古所未通，事属生民所未有”的地界，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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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寅:《禹贡集解》，李勇先主编《禹贡集成》第 1 册，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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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九州的想象范围之内，但在清朝应有所修正。因为“自昔所称今有龙堆，远则葱岭，无所以界别区

域者，今则建官授职，因地屯田，耕牧方兴，边氓乐业。其境且远及两万余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

坚持宋明以来的“九州观”，“仍以九州为纲，则是赢出之地，多于正数，转失分纲之本意矣”。①

这样看来，“天下”比“中国”应该具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延展性，然而“天下”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也

是有其一定局限性的，主要是因为它基本上仍属于一个士人想象的政治地理概念，与实际历史图景

尚有相当大的距离。

三、“大一统”观之重要性何在?

与“中国”“天下”持续被关注的热度相比，“大一统”在历史研究中一度处于缺席状态。以往对

“大一统”个别零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书诠释和思想史的脉络梳理，很少把它当作一种统治思想和

治理实践相结合的古代政治文化现象予以全面分析，观察视野受到严重阻碍。②

“大一统”与“中国”“天下”的区别在于，它不像“夷夏观”这般强调“诸夏”与“四夷”之间的对

立，也不像“九州”“五服”那样局限在想象古代王朝的统治秩序，而更多是把疆域治理与政教关系的

构造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细密深邃的政治主张。
“大一统”思想较为晚出，孔子言及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时，声明礼乐征伐如果出自天子，则属“天

下有道”; 如果礼乐征伐之权落入诸侯甚至大夫陪臣之手，则会陷入天下无道的状态。③ 这种判断已

经初步蕴含了“大一统”思想。战国晚期《春秋公羊传》正式揭橥“大一统”之义云: “( 隐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

也。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④明确把“大一统”当作王者获取“正统性”的思想与实践基础。鲁

隐公作为鲁国国君，其记载继位年号需将“王”字冠于月份之前，“王”即指周文王，这是奉周王为“大

一统”之主，昭示自己为其诸侯之意。
“正统”顾名思义是帝王专享的概念，历代帝王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平民，在登基之初必须勉力论

证自身权力获得了天意的支持，同时还要经受世人对其执政得失的评价，以检验其统治是否具有足

够的世俗正当性，否则就难逃王朝解体的命运。秦朝建立后不久迅速走向溃灭，就被后世史家看作

是“正统性”缺失的典型表现。
天意影响和人心规训相互角力，考验着中国帝王是否具备均衡治理王朝的能力。从西汉开始直

到明代，“正统论”的主题和内涵发生了从依赖外力支配逐渐转入内心自省的剧烈变化，深刻影响了

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性。
“正统”之义取天地事物归于一，本于“一统”的观念。但“一统”有大小之别，“正统”首先描摹

出的是一个空间疆域不断扩张延展的状态。孟子、荀子都表达过“天下”定于“一”的思想。当梁襄

王召见孟子时曾突然发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的回答是:“定于一。”朱熹将其解释成: “必合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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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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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定也。”①《荀子·仲尼篇》说:“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②明确指出“天下一”是地理空间的范围。
至秦汉时期，论者更明确以“大一统”说“正统”，李斯称誉秦始皇“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

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③ 秦始皇召集群臣“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李斯即以“郡县”这个政治

地理概念回答说:“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④这也是从疆域治理的角度立论。饶宗颐认

为:“夫一统之事，始于秦，而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之称，恐亦导源于此。”⑤王吉上汉宣帝疏，更是把

“一统”所包含的空间扩展这层意思升格为“大一统”之义，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

州共贯也。”⑥

同样是诠释《春秋》大义，董仲舒强调，《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

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⑦ 这段话释“元”为“一”，“一”即为“大”，还是从空间看

正统的意义。再如，他向汉武帝申说一系列建议，包括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落脚点仍是

“正四方”，表示“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⑧ 意即所有的政治道德教化问

题都必须在四方归一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故颜师古注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⑨

汉代纬书同样把疆域归属作为“一统”的前提，帝王从上天得到的神秘“符验”，需对应于获取的

地理区域以为验证。《春秋感精符》云: “地为山川，山川之精上为星，各应其州城分野为国，作精神

符验也。”瑏瑠《易纬乾凿度》则说:“王者，天下所归，四海之内，曰天下。”又说:“统者在上，方物常在五

位，应时群物遂性。”瑏瑡圣王受命时得到的“河图”，上面显示出的其实也是一幅地图，意指新王应该拥

有天下的地理疆域方位。《春秋命历序》云:“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后尧坛于

河，作握河记。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瑏瑢

“正统”的另一个要义是时间的“一统”，这点在《春秋公羊传》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如前所引该

书“隐公元年”一段话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瑏瑣它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时间统一于王者。
董仲舒进一步发挥此义说:“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

正月也。”瑏瑤其阐明的是，“正月”这个时间点是“正统”之始。
“大一统”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帝王君临天下制定规则:

第一，“大一统”是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形成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正统论”发明的首义。真正

的“大一统”是空间与时间的完美结合，东汉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就把这层意思表达了出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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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者，始也，揔系之词。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

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①

“统”有开始之意，何休所说山川草木与正月的关系指的就是时间与空间开始有效地结合了起

来。董仲舒概括“大一统”之义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②“大一统”分别

包含了“空间”( 天地) 和“时间”( 古今) 两个维度。帝王不但统领着广大的自然地理疆域，同样也统

治着人间社会，通过规定时间起始及其运行准则建构出一套政教秩序。
第二，“大一统”倡言“王者无外”的理想，通过创制“三世说”，把“诸夏”与“夷狄”置于一种动态

演变的论说框架之中，突破了“华夷之辨”限定的种族区隔界线。《春秋公羊传》继承的是孔子“夷夏

可以互变”的思想，与孟子严分夷夏的主张有别。故《春秋公羊传》虽诞生于战国乱世，却为未来世

界构造了一统天下的未来图景。这一构想经何休对“公羊三世说”的发挥得以发扬光大。
何休“三世说”以“传闻世”为“据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所见世”为“太平世”。通过这

三个阶段的递进演化，“诸夏”与“夷狄”之关系慢慢呈现出开放交融的态势。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

夏”，这是周王室处理内部事务的时期; 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时候“中国”与“夷狄”严分界

线，处于敌对状态; 太平世则达到了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的阶段，最终实现了大同理想境界。正如

杨向奎所言:“三世有别，所传闻世，虽主一统而实不一统，夷夏有别，保卫中国乃是大一统的先决条

件，以‘中国＇为中心，而诸夏而夷狄，然后完成大一统的事业。”③

在某些论述中，“大一统”的论述是与“天下观”重叠在一起的。根据“三世说”的安排，未来大同

天下的远景就是“大一统”实现的表现。梁启超阐述的“大三世”与“小三世”的划分就是从“大一

统”向“天下”大同的方向转换的一种看法，“小三世”中的“太平世”就相当于“大一统”的实现，因为

清朝“北尽蒙古，西尽西藏，南尽交阯，皆定于一”。这只是在“中国”范围内底定“大一统”空间规模，

所以只能称“小三世”中的“太平世”。与“大三世”相比，这种“大一统”仍属于“据乱世”阶段，只有

从中国乃至亚洲一隅放大扩及五大洲，才算是实现了真正的太平盛世。正所谓:“必越千数百年后地

球五洲皆合为一，然后‘大一统＇局乃成，此谓之‘大三世＇。”④

“大一统”观突破了“中国”与“夷狄”相对峙的诠释理路，“三世说”体现出的历史规划图景，其

宏阔深邃远超“中国”论述的想象力。与此同时，凡是有关“中国”的政治文化构想也被容纳进了“大

一统”的阐释框架，成为讨论政教关系的起点和前提。
第三，“大一统”观念既包含着空间与疆域拓展的意蕴，同时也强调任何军事扩张行动都必须具

备足够的道德合法性。借此昭示“大一统”与“大统一”之差异，界分“王道”与“霸道”之别。
秦朝虽然在整合广大疆域方面实现了“大统一”目标，却因缺乏德性支持而迅速败亡，故不时被

摒除出“正统”之列，后人阐述“大一统”的性质时经常引以为戒。如，明朝人张志淳曾区分“大统”
“一统”“正统”之义云:“能合天下于一，谓之大统; 合而有道，谓之正统; 虽能合天下，而不以道，若

秦、晋、隋，只谓之大统、一统可也。”⑤按此标准，秦朝自然不可视之为“大一统”，类推下去，元朝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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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统”之名，却难入“正统”之序，理由是“彼于道甚逆，而以势一之故也”，意思是单靠疆域一统的暴

力强势占据天下，是不足以称“正统”的。①

还有人区分出有正统而不必一统者、有一统而不必正统者，以及既非正统亦非一统者等若干不

同情况。与此相对应，明代加上汉唐是“一统而兼正统”，其他政权如元代只有“一统”而非“正统”，

坚持“一统”之说者往往凭借“势”，强调“正统”之义者大多依据“理”。一般来说，“理定可以胜势，

势定不可以胜理”。结论当然是“主于理而已矣，势云乎哉”，其基本态度还是以是否拥有“正统”之

“理”为“大一统”最终成立与否的判定标准。②

当然，对“大一统”内涵的理解在各朝各代均有不同，所持标准也常有变化，如有人习惯以族群认

同划分“一统”与“分裂”之局，有人则更看重疆域扩张与维系的完整性，以之作为“一统”的首要条

件。还有人强调道德涵育对于“大一统”形成的关键性作用。更有人把“统”细分为“正统”“霸统”
“僭统”“余统”“变统”五种，分别指认汉、唐、明为正统，秦为霸统，晋、隋、宋为僭统，后汉、东晋、南宋

为余统，元为变统。其他分裂各朝均不入此“五统”之列。③

还有人否定把宋人“道统”作为衡量正统与否的观点，认为朱熹之后“道统”已无人继承，许衡仕

元“欲以明道，不免枉寻直尺之讥”，难以承担“万世之道统”的责任。④

宋元以后，以华夏为中心区分内外正统的观点时刻弥漫在一些明朝士人的议论当中，如王廷相就

把宋元明的“正统性”进行了分类。在他看来，统一华夷或可称为“大统”，但有“正”“变”之分。只有如

三代、汉唐和明代这样的王朝，因为“居中国而统及四夷”才当得起“顺也，正也”的名号。至于元朝，因

为是从北方之地“入中国而统及四夷”，则属于“逆也”，理应归之于“变统”。还有一种情况是宋朝与辽

金等夷狄共处同一空间，“统中国不尽而与夷狄并长”，所以可称之为“小正统”。⑤

另一位明代文人钟羽正则只认汉唐宋为正统，在他的眼里，东周君、蜀汉刘备、晋元帝、宋高宗是

“正而不统”。秦始皇、晋武帝、隋文帝，是“统而不正”。他的看法是，即使“统而不正”，但欲天下太

平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一个皇帝，不能虚而不设，这些非正统的帝王也就自然有其存在合理性了。⑥ 以

此标准类推，蜀汉、东晋、南宋均属“正而不统”，西晋、隋朝则属“统而不正”。⑦

与明人相比，清朝帝王与士人均特别强调混一天下为“正统”成立的第一要素，而相对忽略“正”
“偏”对峙的蕴意。如有人认为，“一统”的含义乃是“已混天下于一，而无正、偏之可言也”。⑧ 在该含

义下，该作者罗列出唐、虞、夏、商、周、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和清等数朝。清代是最后

一个拥有“一统”资格的朝代。
与“一统”相对照，为什么会出现“正统”与“偏统”之别? 那是因为“正”是与“偏”相比较而言，

在蜀汉、前五代、后五代这些天下分裂的时刻，无疑需要甄别“正统”“偏统”，而在“大一统”时期如清

朝，就不存在“正统”还是“非正统”的问题。所以，当论及帝王之统时，应采取论“位”不论“德”的态

4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志淳:《正统》，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44 页。
文德翼:《正统论》，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70 页。
徐师曾:《世统纪年序》，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55 页。
方凤:《读三史正统辨》，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51 页。
王廷相:《慎言》，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50 页。
钟羽正:《正统论》，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63 页。
郑郊:《正统论》，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84 页。
廖燕:《三统辨》，陈福康辑录、整理、标点《历代正统论百篇: 饶宗颐〈国史上之正统论〉史料部分别增补》，第 132 页。



“大一统”与“中国”“天下”观比较论纲

度，以避免对“正统”的论述聚讼纷纭。①

清人倾向于在“一统”规模的大小上做文章，故有如下议论云: “夫正统者，所以正天下之位，一

天下之心也。一则无取偏安，正则深恶僭窃，故其为说也，上有所承、下有所受，为一例; 居中夏，为一

例; 有道德，为一例。”并引司马光之言为佐证云: “苟未能混一天下，此三端者皆不可承统也。”这是

明显以“一统”为首要标准。②

以是否占据广大空间为“正统”基本原则，在清朝士人的言论中相当普遍，如有人云:“举中国之

大全而受之，堂堂乎得之正而享之久者，乃可以奉为‘正统＇而无疑矣。其余，凡偏安之朝，虽蜀汉之

正，仅称三国; 割据之国，虽元嘉之始，终等齐、梁。皆谓之余分闰位可也。”这明显是把南宋作为偏

统，与清朝的“大一统”相对照比拟。③

还有一种说法更直截了当，认为只要是偏安的政权都无“正统”可言，批评朱熹以蜀汉刘备为

“正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南宋偏安格局的合理性，譬如说: “紫阳生南宋之世，高宗南渡中兴与蜀

同，故其书宗习凿齿。平心论之，似均未协于史法也。”真正实现“大一统”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

“夫必合万国而君之，乃得谓之王。王者大一统，反是则皆为割据，皆为偏安也。”所以历史上符合

“大一统”要求的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④

还有人直接认为，“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而能一云尔。有天下而一，与有

天下而不能一”这样的论述在史书中记载得很明确，不言自明，而“正”则众说纷纭，不可轻易论定。⑤

在此值得辨析的是，强调空间疆域的“一统”并不意味着清帝忽略对“道统”的继承性，如有一段

清人所引乾隆帝谕旨云:“天之生人，贤愚不分畛域，惟有德可主天下。如嫡子不堪承位，则以支庶之

贤者入继正统。中国，天之嫡子; 外夷，天之庶子。我朝有德，当为天下主。本奋迹于东胡，而又何讳

哉?”⑥这段话明显是说满人帝王虽为夷狄，与汉地君主相比，其身份犹如一家之内的嫡庶之别，并非

势不两立的异族仇人，故满人同样有资格继承大统。
第四，“大一统”不仅是思想意识的单纯呈现和表达，也是复杂的政治践履过程，还是一整套治理

技术和统治经验的实施方式。故不可局限于思想史内在意义的讨论，必须同时深入探究其具体的外

化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形态。
“大一统”是个“动词”，与之相比，无论“天下”还是“中国”都像是“名词”。梁启超在讲“天下”

这个词时，一定要在前面加个“治”字，他解释道:“《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

息。”⑦这里的“天下”就是被当作“名词”使用的，而前面的“治”字是“动词”，后面的那些经世内容必

须靠“治天下”才能真正实现。所谓“治天下”就是“大一统”作为践履行动的动态表现。
以清朝为例，清朝皇帝说“君临天下”时，总会接着阐述一些具体的事实予以说明，往往排在第一

位的就是不厌其烦地述说清朝实现了前古未有的“大一统”业绩。“天下”只是一种构想，一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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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象征，必须通过“大一统”实践才能真正实现。
清朝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想变动，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构想方案。一个突出的例子是，

清朝在真正实现了疆域“大一统”后，清帝虽继承了以往的星象分野学说，但开始突破“诸夏”“中国”
的地域限制，把星象与地理的对应范围延伸到了更为广大的边疆地区。

明代虽已有“分野既明，疆域乃奠”的说法，亦有“画分野以正疆域”的意识，清代因为疆域拓展

到了东北、西北、西南更为广大的地区，故星象分野的格局自然大有变化。邱靖嘉发现，东北方向，传

统星野分区只及于辽东，清朝疆域已达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等地，《大清一统志》即以之划归

燕—幽州分野区。北部蒙古原非中国之地，故长期不在分野之内，清朝蒙古 51 旗则被纳入了赵—冀

州及燕—幽州分野区; 西藏、新疆则属秦—雍州分野区，甚至台湾也被划入到扬州分野区。因此，只

有到了清代，传统的星象分野地理与真正的疆域一统格局才最终达致高度契合。①

清朝统治集团通过军事征伐和羁縻控制相结合的手段，实现了南北疆域统一，他们对“大一统”
内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汉人王朝。到了乾隆时代，清朝对疆域面积的占有和实际控驭展现出了

一种前所未及的“绩效”特点，乾隆帝曾经得意地概括为“十全武功”。
后人对这些战争的评价有高有低，如平准之役就被公认为是成本低廉的高效军事行动，清军采

取“因粮于敌”的策略，进兵途中就地取材，以免消耗太多军粮，使得进军速度不因粮草的供给而受到

耽搁。乾隆帝也曾多次表示，平准战争规模虽大，但还是尽量做到不增加民众的赋役负担，给这场战

争赋予了为和平而战的道德意义。
相反，在川藏交界处进行的大小金川之役则被史家讥讽为劳师糜饷，得不偿失，如狮子搏兔。从

边疆一统的角度评估其战略选择，屡次凭数万之师累年攻打一个弹丸之地，似有失策的嫌疑。然而

从边疆一统版图的奠定这个角度观察，却又可能得出另一番评价，这次战役至少基本底定了西南边

陲，为推进当地与内地的融合开辟了道路。
清朝的疆域治理成就一直为前代所不及，但清朝对边疆地区的征伐显然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

殖民征服，在完成土地占领后，清廷采取行政渗透与尊崇地方习俗相混合的统治方略，在许多方面继

承了辽金元时期的“二元治理模式”。清朝皇帝一身兼有多重世俗和宗教身份，建立了年班朝觐等具

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多样化交往机制。
紫禁城曾是汉人王朝的首都，清帝登基并理政其中，表示与汉人政权之间保持着连续继承关系，

在避暑山庄接受蒙古王公和藏区喇嘛的朝贡膜拜，又喻示着清朝皇帝与关外其他少数族群频繁发生

着亲密互动，彰显了前朝从未有过的“宫廷—园林二元理政”制度，这显然是紫禁城相对单一的功能

所无法替代和涵盖的。如果把皇帝假设成一名不断操演宫廷礼仪戏剧的顶级演员，那么清帝则扮演

着历朝皇帝所欠缺的多元象征角色。②

从治理实践的角度观察，“大一统”还是一套文本建构和历史书写技术，是清廷“阐教同文”政策

的有机组成部分。
康雍乾时期，清朝通过一系列方志典籍等编纂活动，如《盛京通志》《皇清开国方略》《满洲源流

考》《满洲实录》等，从文本纂修上刻意塑造“大一统”的政治书写规范。特别是通过对地方志编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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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转换，把属于局部历史风貌和记载的文献，转化成符合“大一统”话语表达架构的全局性文献。
《盛京通志》的编纂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在康雍时期，《盛京通志》主要是为纂修《大清一统志》收集

东北地区的史料，因为盛京与东北是清朝统治的发祥之地，编修一部地方志似乎理所当然。但是，乾隆

时期对《盛京通志》的定位，其意义却升格到了塑造清朝“法祖”政治理念和开国历史的共同记忆的高

度。“盛京”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区域概念，而被转化为政治概念上的一个象征符号，赋予了更加厚

重的文化涵义。《盛京通志》也不再是一方风土文献的存留，而是关乎一朝统胤所系的“钜典”。①

乾隆帝汇集全国精英文人编纂《四库全书》，同时把卷轶浩繁的《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这项工程

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同步进行。《四库全书》的编纂与《大藏经》的满语翻译均是从整体上构建

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尝试，昭示着内地与藩部“正统观”的树立基本同步。
除此以外，乾隆帝还亲自撰写《御批通鉴纲目》，评点各类史事人物，树立统一的历史评判标准，

各地的地方志纂修在内容和体例上也逐渐趋于一体化，这些举措都是实施“大一统”文治政策的重要

步骤。与之相配合，《四库全书》对违碍书籍的甄别删选，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套文化意识形态地图的

精心绘制过程。清代文字狱的频繁发生，不可归结为一般性的舆论控制，而是清朝试图建立起一套

兼容不同族群的“大一统”文化认知体系。
与清朝“大一统观”相比较，宋明士人热衷于鼓吹以汉人为中心的“夷夏之辨”历史观，实际上是

在疆域狭小状态下作出的无奈反应，这种历史观极端崇奉种族对立原则，违背夷夏之间可以相互转

换的先秦古训，如此表述并不符合“正统观”的常态，只能视之为暂时和局部的变态表现。至少汉唐

“正统观”并未有明显排斥异族的倾向，唐代帝王血统里就掺杂着夷狄的成分，在此开放语境中谈论

夷夏之辨显然是荒诞的。清朝奄有最广大的疆土，为避免被讥讽为蛮武有力却缺乏教养，就必须彻

底清除汉人通过南宋或晚明历史记忆重构身份认同的文化心理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清帝以“大一统”之名不断整合异见的同时，其荼毒压抑私言的情形日趋峻烈。

比如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对“夷”“虏”“胡”等字样的删改，大规模波及对多元文化论点的剿

杀，许多优秀的著述作品从此湮灭无闻，遂造成长时间万马齐喑的黑暗局面。
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仅具有其独特性，而且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几乎具有收编删改知识界各

类异见的超强吸纳能力。它不但构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

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经过晚清革命的剧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
“大一统”观不但锻造了中国人对整体政治稳定性的需要远大于追求个人心灵自由的认知心态，

而且成为近代民族主义者抵抗西方最值得信赖的思想资源。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

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 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

力? 直到今天，“大一统”仍是中国人凝聚民族向心力或进行社会动员的最实用口号，这与西方民族

主义社会动员所依据的思想模式颇为不同，其成败得失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省。

( 作者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邮编: 100872)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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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omments on Historical Document by Marx and Engels / /
Zhang Naihe

Historical document is not a central question in the works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Yet
both have left ample and significant discussions about the topic. They have pointed out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key to collect，document and utiliz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not only to the form but also to the conte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discovered concrete methods，
criticized the fallacies and harms resulted from faulty conceptions of history，and emphasized social
su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dialectical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As to citation
style，Marx and Engels rejected the so-called“false citation issue”raised by some bourgeoisie scholars，
an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dialectical unity of form and content in citation，which is still illuminating
for us．

Modern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 Perspective from Historiography / / Liu Yongxiang，
Chen Qitai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neither a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or a simple
copy of Western ideas. New historians have discovered modern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hich
served a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absorbing progressive elements from foreign cultures.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Gongyang School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evolutionism.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beca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practice.
The enduring tradition of textual criticism nourished new philological research. The old genr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had also been inherited and updated. All of these continuities have testified against some assertions.
For example，some claim tha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lost its identity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Some
argue that there is a broken link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es. Others believe that
modern historiography is a foreign transplant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the national culture-oriented
consciousness has ru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its very beginning.
Some advocate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s for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but both are part of the
same genealogy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ews on “China”，“Grand Unity”，and “All-under-Heaven” / /
Yang Nianqun

Historians in China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concepts，such as the“Grand Unity，”“China，”
and“All-under-Heaven. ”These concepts are entangled with each another ye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well. The concept of“China”emphasize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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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groups in surrounding regions. All-under-Heaven more stresses the relationship of governance
between the center and peripheries. The“Grand Unity”speaks more about how the empire establishes its
legitimacy in both ideological and practical senses. Therefore，by grasping the three concepts as a whole，
we can establish a panoramic view of Chinese history．

The Ｒules of Ｒise and Fall: A Ｒeflection of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 / Zhu Hu

In Qing history，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is always regarded as the turning point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In terms of the nature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is change，scholars usually hold
three types of view，including the dynasty cycle，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atterns，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Yet all these three models have limitations，and they cannot accurately portray the
comprehensive scope of the great change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 In an attempt to overcome
these limitations，we should change perspectives and reorient problem consciousness. Adopting an approach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ractice，we should rethink the standard of“change”in this period，grasp the
thread of the“change”with integrated thinking，and identify the overall pattern of the“change”through a
holistic view. By doing so，it will help us to stay away from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pitfalls in ou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A Scholarly Ｒeview of Several General Histories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 Yu Heping

Speaking about several published general histories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one may argue that the
editors，contributors and some readers have offered various views on historiographical genres，historical
content，and analogical frameworks. They attempt to include all the aspects and write history holistically.
Yet in practice，each book has its own priority. To just name a few，some write a political history，some
offer a general narrative of the Ｒepublican period，some frame the modernization as the story line，some tell
a generalized history，and others argue for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as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ach approach displays some unique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and they cannot be simply praised or
criticized. However，for a general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its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o
show how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dynasties，which requires more than one story
line.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eriod: short，chaotic，foreign，new，and
recent.

The Tren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Stud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Field: An Assessment of
Approved Projects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 / Shi Peilei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is currently the highest-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and it has been playing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disciplines and furthering academic research. By sorting out the projects funded by this 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past decade ( 2010 － 2019 ) ， this article has identified the trends of scholarly
development of this period，one of which is to pursue innovations through various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Young and middle-aged scholars have exhibited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Judged by
the statistics from the foundation，we may argue that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hould follow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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